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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８ＹＦＣ０５０７２０３）；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专项（２０１８ＹＦＥ０１１２８００）；浙江省科技计划项

目（２０１７Ｃ０２０２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１８７０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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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管杉木林杉木数量与群落物种多样性间的关系

吴雁南１，２，郑英茂３，王 　 莹２，４，韦博良２，吴初平５，沈爱华６，陆小康７，郑方东８，
余著成９，倪　 健１，于明坚１，２，∗

１ 浙江师范大学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２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３ 浙江九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遂昌　 ３２３３００

４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５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３

６ 浙江省林业技术推广总站，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０

７ 衢江千里岗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衢州　 ３２４０２１

８ 浙江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泰顺　 ３２５５００

９ 江山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江山　 ３２４１００

摘要：森林群落物种多样性格局和动态一直是生态学的研究热点，人工林弃管后演替进程中物种多样性变化也很值得研究。 杉

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作为我国南方林区人工栽培最广、经济价值最高的用材树种之一，其人工林分布面积很大，通常群

落结构简单、物种多样性低，然而群落中杉木数量如何影响植物物种多样性，迄今缺乏研究。 在浙江省自然保护区内，选择不同

疏伐强度和弃管时间的杉木人工林，建立了 ６ 个 １ ｈｍ２长期动态监测样地，在 １０ ｍ×１０ ｍ、２０ ｍ×２０ ｍ、５０ ｍ×５０ ｍ 和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ｍ尺度下，探究群落物种多样性（物种丰富度、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的变化规律，分析杉

木数量（多度和相对多度）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结果显示：弃管前对杉木林的疏伐强度越高，演替恢复后的群落物种多样性

越高。 相同疏伐程度下，物种多样性随演替时间的延长有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取样尺度小于 １００ ｍ×１００ ｍ 时，杉木数量与物

种多样性呈极显著负相关；１００ ｍ×１００ ｍ 尺度下仅杉木相对多度与 ３ 种多样性指数呈显著负相关，杉木多度与各物种多样性均

无显著相关性。 群落中杉木相对多度在 ３０％以内时，通常拥有较高的物种多样性。
关键词：多度；相对多度；物种多样性；取样尺度；空间分布格局；群落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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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１００ ｍ×１００ ｍ，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 ｗａ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Ｐｉｅｌｏｕ′ｓ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ｂｕｔ ｈａｄ ｎｏ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 ａ ｗｏｒ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 ｗａ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３０％，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ｈａ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是我国亚热带地区栽培最广、经济价值最高的用材树种。 《中国森林资源

报告（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１］显示，杉木面积与蓄积分别约占全国主要人工林树种的 １ ／ ４ 和 １ ／ ３。 杉木林也是浙江

省主要的人工林类型之一，其面积和蓄积量占全省森林的 ２１．４３％和 ２８．７６％［２］。 过去栽种杉木往往只追求短

期的生产力与经济利益，缺乏科学的经营手段，使得杉木人工林通常结构简单、抗逆性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低［３—４］。 ２１ 世纪以来，我国林业政策从林业生产为主逐步向林业生态和生产相结合转变，人工林经营也从追

求短期经济效益转向长期效益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质量［５］。 随着自然保护地数量和面积的扩展、公益林保

护政策的实施，亚热带地区遗留了大面积的弃管杉木林，由于伐木历史不一，群落中杉木种群数量不一，弃管

后的演替方向也有所差异。
物种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特征，为供给、调节和文化科教服务提供支持，了解物种多样性格局是进行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的重要前提［６］。 物种多样性存在尺度效应，随取样尺度的选择展

现不同的空间格局［７—８］。 物种多度的分布也具有尺度效应，单一尺度难以完整描述种群的分布特征［９—１０］。
因此，在研究群落物种多样性与种群数量关系时，应充分考虑取样的尺度，以便在适宜的尺度上开展生态保护

和恢复工作［１１］。
种群多度和相对多度在维持群落物种多样性中发挥重要作用［１２—１３］，优势物种的优势地位降低会促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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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共存并提高群落物种多样性［１４—１５］。 迄今关于杉木林物种多样性的研究，主要关注杉木纯林不同林分密度

或不同林龄林下物种多样性的变化［１６—１７］，适中的杉木多度和合理的树种配置能提高物种多样性和群落稳定

性［１８］，然而关于杉木纯林被不同强度疏伐并弃管后，杉木数量与物种多样性的研究未见报道。 假设人工杉木

林在弃管前杉木疏伐强度越高，弃管后自然演替时间越长，群落内杉木的数量（多度和相对多度）越低，物种

多样性越高，且不同取样尺度下杉木数量和物种多样性均表现负相关。 因此，本文选择浙江省自然保护区内

６ 处弃管杉木林群落，探究不同取样尺度下杉木数量与物种多样性间的关系，旨在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森

林经营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浙江省 ４ 个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内，选取 ６ 处含杉木数量不同的弃管杉木林并建立

１ ｈｍ２森林动态监测样地，具体地点包括九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岩坪和八通，千里岗省级自然保护区的

大麦源和大坪，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上风香和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龙井坑。 所有研究样地在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种植为杉木人工林，后经杉木疏伐后放弃人工林管理方式（弃管），在基本保护下自然演替

逐步形成半人工林或次生林。 除大坪外，其余样地在弃管前均受到不同强度的杉木疏伐活动，其中龙井坑、八
通岭和大麦源样地约 ３０ 年前受到疏伐，岩坪和上风香样地约 ６０ 年前受到疏伐（表 １）。

表 １　 研究区样地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保护区名称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地点
Ｓｉｔｅ

经度 ／ （ °）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纬度 ／ （ °）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海拔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弃管年份 ／ ａ
Ａｂａｎｄｏｎｍｅｎｔ

ｔｉｍｅ

疏伐强度
Ｔｈｉｎ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群落类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ｙｌｅ

千里岗 大坪　 １１８．７７３５ ２９．２５０４ １０４１ 约 ３０ 无 针叶林　 　 　

仙霞岭 龙井坑 １１８．６６１７ ２８．２９１８ ８０５ 约 ３０ 低 针阔叶混交林

九龙山 八通岭 １１８．８４８０ ２８．３８６６ ５８５ 约 ３０ 低 针阔叶混交林

千里岗 大麦源 １１８．７６６７ ２９．２４５５ １０５０ 约 ３０ 中 落叶阔叶林　

九龙山 岩坪　 １１８．８９０７ ２８．３８１３ ７４７ 约 ６０ 中 常绿阔叶林　

乌岩岭 上风香 １１９．６７０５ ２７．７０５６ ９６０ 约 ６０ 高 常绿阔叶林　

１．２　 样地设置及调查方法

在上述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选择典型的弃管杉木人工林，依照热带森林研究中心样地建设技术规范［１９］ 建

立 ６ 个 １ ｈｍ２森林动态监测样地，用全站仪打点，每隔 １０ ｍ 用 ＰＶＣ 管做固定标记。 将 １００ ｍ×１００ ｍ 的样地划

分成 ４００ 个 ５ ｍ×５ ｍ 的小样方，以 ５ ｍ×５ ｍ 为一个调查单元，对小样方内胸径≥１ ｃｍ 的木本植物进行每木调

查和挂牌标定，测量并记录物种名称、胸径、高度和坐标等数据。
１．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整理每个 １ ｈｍ２样地内的物种信息，分别统计各群落的杉木多度（杉木个体数）、杉木相对多度（杉木个体

数占物种总个体数的比例）和物种多样性，并绘制 Ｒａｎｋ⁃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曲线。 物种丰富度即样方内的物种数目，
是度量物种多样性的代表性指数，与生态系统的功能密切相关［２０］。 丰富度需结合利用物种相对多度信息，否
则不能全面地反映群落物种多样性［２１］。 通过 ３ 种常用物种多样性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Ｄ）、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Ｈ）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Ｐ） ［２２］进一步描述物种多样性，计算公式如下：

Ｄ ＝ １ － ∑Ｐ２
ｉ

Ｈ ＝－ ∑Ｐ ｉ ｌｎＰ ｉ

Ｐ ＝ Ｈ ／ ｌｎＳ

６８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式中，Ｐ ｉ表示物种 ｉ 的相对多度，Ｓ 为群落的物种丰富度。
所有 １ ｈｍ２样地依照 ３ 种尺度（１０ ｍ×１０ ｍ、２０ ｍ×２０ ｍ、５０ ｍ×５０ ｍ）分割为数个连续样方，计算并绘制每

个样方的杉木多度、杉木相对多度和物种多样性的空间分布图。 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秩相关系数检验各尺度下杉

木多度和相对多度与物种多样性间的相关性，对不同数量等级的杉木和物种多样性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并
用 Ｓｃｈｅｆｆｅ 多重比较法分析组间差异，上述统计分析通过 Ｒ ３．２．４ 软件完成。

２　 结果

２．１　 群落内杉木数量与物种多样性

各 １ ｈｍ２样地内杉木数量和物种多样性（表 ２）表明，未曾疏伐杉木的大坪样地，杉木相对多度最高，杉木

多度较高，物种多样性显现最低；其余 ５ 个曾进行杉木疏伐的样地，物种多样性明显高于杉木林（大坪）。 ３ 种

多样性指数（Ｄ、Ｈ、Ｐ）在各群落中有一致的变化，即 Ｄ 值最大的群落，其 Ｈ 和 Ｐ 也表现最大，而 Ｓ 的大小在各

群落中未显示与上述多样性指数一致的变化规律。

表 ２　 各样地杉木数量和群落物种多样性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ｓｉｘ ｐｌｏｔｓ

样地
Ｓｉｔｅ

杉木多度 ／ 株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杉木相对多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ｓ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物种丰富度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大坪　 ３１０８ ５３．８４ ０．７０ ２．２４ ０．５０ ９０

龙井坑 ４６６２ ２４．２３ ０．９２ ３．２９ ０．６８ １２７

八通岭 ２１８６ １５．９４ ０．９１ ２．９９ ０．６２ １２４

岩坪　 ６５６ ９．０１ ０．９４ ３．３１ ０．６８ １２６

大麦源 ７８３ ５．９９ ０．９７ ３．７５ ０．７９ １１２

上风香 ２０２ ２．２６ ０．９５ ３．５１ ０．７２ １２９

图 １　 物种等级⁃丰富度曲线

Ｆｉｇ．１　 Ｒａｎｋ⁃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

物种等级⁃丰富度曲线（图 １）的宽度反映了群落物

种丰富度，可见大坪样地物种丰富度最低，大麦源样地

物种丰富度中等，其余四样地的物种组成则较为丰富。
曲线的形状反映了群落物种组成的均匀程度，大坪曲线

陡然下降表明群落内杉木优势种占比最高，且物种均匀

度最低。 大麦源曲线在前半数物种等级中展现最高的

物种相对多度，多样性指数也表现最高。 上风香曲线的

下降程度相对平缓，显示其内部物种均匀度相对较高，
岩坪曲线的平坦程度次之，随后是龙井坑和八通岭曲

线，物种分布的均匀程度依次降低。
２．２　 不同尺度下杉木数量和物种多样性的空间分布

绘制各样地内杉木数量相对多度和多度在 １０ ｍ×
１０ ｍ（小）、２０ ｍ×２０ ｍ（中）和 ５０ ｍ×５０ ｍ（大）尺度下

的空间分布（图 ２、图 ３），每一行代表同一样地，由上至

下依次为大坪、龙井坑、八通岭、岩坪、大麦源和上风香

样地。 结果显示，中尺度和小尺度的分布特征较为一致，即小尺度下杉木数量较高的区域，在中尺度下也具有

较高的杉木数量。 大尺度下杉木数量的分布有时与中小尺度相似，有时则存在一定差异，出现弱化局部杉木

数量分布的现象（图 ２、图 ３），即大尺度的划分方式掩盖了中小尺度下各小样方间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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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样地杉木相对多度在 ３ 种尺度下的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Ｍａｐ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ｉｎ ｓｉｘ ｐｌｏｔｓ ａｔ ｔｈｒｅｅ ｓｉｚｅｓ

不同尺度下各样地物种多样性分布显示，３ 种多样性指数（Ｄ、Ｈ、Ｐ）在相同尺度下呈现一致的分布格局，
而 Ｓ 的空间分布与上述 ３ 种指数的空间分布表现有所差异，具体表现为多样性指数高的区域，物种丰富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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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高。 对同一物种多样性而言，中小尺度下具有相近的空间分布，即小尺度下物种多样性较高的区域在中

尺度下也显示高物种多样性；而大尺度与中小尺度的空间分布有时会出现差异，如大尺度下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图 ４）的空间分布忽略了其内部小区块间的差异性。

图 ３　 样地杉木多度在 ３ 种尺度下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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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样地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在 ３ 种尺度下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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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不同尺度下杉木数量与物种多样性的关系

汇总全部样地在各尺度下的杉木数量和物种多样性信息，发现除 １ ｈｍ２（１００ ｍ × １００ ｍ）尺度外，杉木数

量与各物种多样性间均呈极显著的负相关（图 ５）。 杉木相对多度与各物种多样性在 ５０ ｍ×５０ ｍ 尺度时具有

最大的秩相关系数；杉木多度与 Ｄ、Ｈ 和 Ｐ 在 ２０ ｍ×２０ ｍ 尺度时展示最强的负相关程度，与 Ｓ 在 ５０ ｍ×５０ ｍ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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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时的负相关最强。 整体而言，杉木相对多度与物种多样性的负相关程度比多度与物种多样性的负相关程

度高。

　 图 ５　 杉木数量与物种多样性的秩相关系数随尺度变化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ｒａｎｋ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Ｈ：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Ｐ：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ｓ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Ｓ： 物

种丰富度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ｎｓ，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 Ｐ＜０．０１；

∗∗∗ Ｐ＜０．００１；黑色线条表示杉木相对多度与物种多样性的关

系，灰色线条表示杉木多度与物种多样性的关系

杉木相对多度或多度与各物种多样性指数间的秩

相关系数在小中大尺度下有相近的变化趋势（图 ５），因
此以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为代表对物种多样性与不同数量等

级的杉木相对多度和多度进行方差分析（图 ６）。 ３ 种

尺度下，均有杉木相对多度超过 ３０％后，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发生显著性降低。 其它物种多样性也有同样趋势，如在

大尺度和小尺度下，杉木相对多度超过 ２０％，Ｈ、Ｐ 和 Ｓ
显著降低；中尺度下，杉木相对多度超过 １０％，Ｈ、Ｐ 和 Ｓ
便显著降低。 总而言之，除大尺度下物种丰富度在不同

杉木多度等级间无显著差异外，在大中小 ３ 种尺度下，
均有杉木数量越多，物种多样性越低的规律，当杉木相

对多度低至 ３０％以内时，群落通常拥有较高的物种多

样性。

３　 讨论

３．１　 不同疏伐强度和弃管时间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未经疏伐活动的人工杉木林（大坪样

地）物种多样性最低，随着自然演替的发生，逐渐有其

它物种在群落内定居，但物种组成仍不丰富。 伴随疏伐

活动的发生，物种丰富度逐渐提高［２３］。 同为疏伐后弃

管约 ３０ 年的 ３ 个样地中，受中度疏伐的大麦源样地比

受轻度疏伐的龙井坑和八通岭样地拥有更高的物种多

样性，中强度的疏伐既使先锋物种得以快速生长，又有利于演替后期种的生存［２４］，有助于群落物种多样性的

提高［２５—２６］。 中度疏伐后弃管的岩坪样地，经约 ６０ 年的自然演替，比相同疏伐强度的大麦源样地内物种多样

性有所降低，可见物种多样性在演替进程中有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２７］。 对于曾疏伐强度最高、弃管时间

最久，且已恢复至地带性常绿阔叶林的上风香样地，森林稀疏程度高但物种组成最为丰富，群落物种多样性也

较高。
３．２　 不同尺度下群落的杉木数量和物种多样性

本研究发现，无论是杉木数量还是物种多样性的空间格局，小尺度和中尺度下通常表现出相对一致的分

布特征，而大尺度与中小尺度下的分布特征存在一定差异，即大尺度下的平均化作用会掩盖小尺度下的异质

性信息［２８—２９］。 取样尺度过小时，单一树种的样方比率较高［３０］，而中尺度既与小尺度的分布特征一致，又能补

充大尺度下因平均化而忽略的小区块间异质性信息。 因此，２０ ｍ×２０ ｍ 尺度能较好地反映出群落物种多样性

和杉木数量的空间分布信息。 对不同取样尺度的样带研究也发现，２０ ｍ 尺度是乔木层物种多样性研究较为

理想的尺度［３０］。 此外，多样性指数 Ｄ、Ｈ 和 Ｐ 在大中小尺度下表现一致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杉木数量的相关

程度也随尺度增加呈现一致的变化趋势，这与各群落中近似的物种数量组成比例是分不开的。 而 Ｓ 在不同尺

度下的变化没有一致的趋势，可能是由于 Ｄ、Ｈ、Ｐ 均基于物种数量计算得到，而物种丰富度是不考虑物种个体

数的指标，往往取决于生境的异质程度［３１］。
大量研究表明取样尺度的选择影响物种多样性的评估［１０， ３２］。 本研究结果表明，杉木数量与物种多样性

的负相关主要体现在 １０ ｍ×１０ ｍ、２０ ｍ×２０ ｍ 和 ５０ ｍ×５０ ｍ 的取样尺度，在 １００ ｍ×１００ ｍ 尺度下，杉木相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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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不同尺度下杉木数量与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ａｎｄ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ｓ

Ⅳ、Ⅱ、Ⅲ、Ⅵ、Ⅴ表示杉木相对多度逐渐增加，分别代表相对多度为 ０—１０％、１０％—２０％、２０％—３０％、３０％—６０％、６０％—９０％；不同小写字

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是（Ｐ＜０．０５）

度与物种丰富度无显著相关，杉木多度与各物种多样性均无显著相关。 类似地研究多度和物种丰富度的秩相

关分析显示，小尺度上两者呈极显著相关，当尺度超过 １００ ｍ×１００ ｍ 时，两者的相关性不再显著［３３—３４］。 相关

性随取样尺度的增加而消失的现象，可能与尺度增大而引起的生境异质性增加有关［３５—３６］，生境越不均匀、越
复杂，物种组成越丰富，能维持的物种多样性越高［３７—３８］。
３．３　 弃管杉木林经营建议

不同区域原有种库不同，疏伐后的恢复过程中群落物种组成、多样性提升和自然演替更新速度具有地域

性差异［３９］。 当群落中杉木相对多度在 １０％—３０％之间，杉木数量对降低物种多样性无显著效应。 因此，只有

杉木的数量达到一定阈值后，才与物种多样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张水松等［４０］研究表明，杉木作为常绿阔叶

林中的次要伴生种可给予一定的保留，控制其数量比例约 ２０％—３０％较为适宜，这与本研究的结果相似。 健

康的森林经营模式需要准确的数据支持和科学理论依赖，比较分析不同研究尺度下物种多样性的变化有实践

意义［１１，４１］，共存良好的多个物种比任何单一物种能够更充分地利用群落的资源［４２—４３］。 本研究认为，在 ５０ ｍ×
５０ ｍ 尺度上，将杉木的相对多度控制在 ３０％以内，可促进区域内物种多样性的提高。

４　 结论

通过疏伐手段降低人工优势种杉木，拓展物种生态位，群落中本土物种得以恢复，既能保护物种多样性，
又能提高群落的抗逆性和稳定性［４４］。 疏伐后弃管的 １ ｈｍ２杉木林，相同自然演替时间内，疏伐强度越高，群落

物种多样性高；相同疏伐强度下，随着群落演替时间的延长，物种多样性有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多样性指数

Ｄ、Ｈ 和 Ｐ 在相同尺度下表现近似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杉木数量的相关程度随尺度变化呈现相同趋势，而物种丰

富度的分布特征和尺度变化与上述 ３ 种指数不完全相同。 在 １０ ｍ×１０ ｍ、２０ ｍ×２０ ｍ 和 ５０ ｍ×５０ ｍ 尺度下，杉木

数量和各物种多样性间均呈负相关，维持杉木相对多度在 ３０％以内时，群落往往具有较高的物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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